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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正仓院藏上代染织佛幡及残片数量众多且保存良好, 为研究日本飞鸟奈良时期染织品

以及中国唐朝时期佛幡的形制、 图案、 工艺和用途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实物证据。 通过对正仓院佛幡和

法隆寺佛幡的对比, 并结合隋唐时期佛幡的特点可知, 法隆寺佛幡制式向正仓院佛幡制式的过渡, 正

是受到了唐朝开元天宝年间佛幡的影响, 表明唐朝时期佛教文化的鼎盛和东渐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

飞鸟奈良文化的形成和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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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飞鸟时代 (592-710) 至奈良时代 (710-794) 的染织品被统称为 “上代裂”
(裂即纺织品, 含布料、 残片、 碎件), 这其中包括 “法隆寺裂” 和 “正仓院裂” 两大

主要部分, 还包含中宫寺的天寿国绣帐和劝修寺藏刺绣释迦如来说法图等等。 从数量来

说正仓院裂占上代裂的大多数, 从织造年代来看, 法隆寺裂多为飞鸟至奈良前期的织

物, 而正仓院裂多为奈良中后期织造。
日本正仓院现存古代染织品及残片十数万件, 种类庞杂, 其中用途明确的一大类就

是幡类。 幡, 又作旛, 指佛教、 道教所用的旌旗, 是供养菩萨、 庄严道场的道具。 《华

严经》 亦常谓造立此幡, 能得福德, 避苦难, 往生诸佛净土, 又说供养幡可得菩提及

其功德, 故寺院、 道场常加使用, 因而成为庄严之法具。 从各种记载看, 我国早在六世

纪初就已大量使用幡做佛事的供养具。①日本现存的飞鸟、 奈良时期制作的染织幡主要

是正仓院遗存和法隆寺遗存两部分, 其中法隆寺织物大部分是明治时代献给皇室的, 现

在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法隆寺宝物馆中, 但是献纳之时一部分曾寄存在正仓院宝库

内, 与正仓院织物残片有所混淆。 根据杨建军的研究认为, 法隆寺佛幡大多属于 7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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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叶至 8 世纪初制造, 而正仓院佛幡大多为 8 世纪中叶所制。①

日本学者对正仓院染织品的研究是伴随着文物整理和修复工作开展的。 日本宫内厅

正仓院事务所保存科整理室长尾形充彦对正仓院的染织品进行了大量的整理、 复原, 并

刊布了相关报告;② 学者松本包夫 《正倉院裂と飛鳥天平の染織》 一书公布了大量彩色

图版, 为学界研究日本上代裂提供资料, 另外松本还对正仓院的染织幡做了系统的梳理

和研究;③ 东京国立博物馆研究员沢田むつ代对正仓院收藏的法隆寺献纳宝物染织品进

行了考察, 特别是对其中的锦绫染织幡残片进行了详细分析。④ 大山明彦则从正仓院代

表性染织品的纹样特征入手完成了部分染织品的复原图。⑤ 中国学者对正仓院文物的关

注由来已久, 对正仓院文书、 乐器和重要文物的研究成果丰硕, 染织品方面主要有周菁

葆对正仓院所藏唐锦的研究和程雅娟对正仓院藏唐代丝路宗教联珠纹织物纹样的研

究。⑥ 另外, 王乐、 赵丰和杨建军、 崔岩⑦等学者对敦煌佛幡的形制、 材料、 图案和工

艺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 为全面了解敦煌佛幡提供了参考。
笔者以正仓院遗存上代染织幡为研究对象, 重点从来历、 保存现状, 材料、 尺寸形

制和用途等方面进行探讨, 同时与法隆寺佛幡以及敦煌吐鲁番唐代佛幡进行比较, 旨在

为日本上代佛幡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 日本文献所见佛幡的使用

关于佛教最初传入日本的时间, 日本学术界有两种说法, 据日本 《扶桑略记》 卷 3
记载, 公元 522 年南梁造佛师司马达止到达日本, 在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建立草堂供奉

佛像, 此为日本民间奉佛之始。 而日本史学界则以钦明天皇十三年 (552), 百济圣明

王派使者向日本朝廷进献金铜佛像、 幡盖和经论等作为佛教传入日本之始。
佛幡的用途主要有堂幡、 庭幡、 施饿鬼幡、 道场幡、 灌顶幡、 许愿幡 (供养幡)、

引魂幡等。 灌顶幡为 “真言宗之说, 谓幡具无量之佛德, 以顶处之。 则先受轮王之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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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 终受佛位之灌顶。 故因中说果, 名幡为灌顶云。 此名为菩萨形幡。 秘藏记末曰:
‘世人皆以幡号灌顶, 是以幡功德先为轮王, 终成佛以致佛, 果名为灌顶。 是故知以果

名因也。’ ”①

日本法隆寺幡身上书写着 “壬午年二月饱波刀自入奉者田也”, 可见日本当时的幡

被称为 “者田 (はた) ”。 如前所述, 关于幡在日本使用的最早文献记载出现在 《日本

书纪》 中, 六世纪中叶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 (552) 十月, 百济圣明王献佛像、 经卷和

“幡盖”②。 推古天皇三十一年 (623) 七月, 新罗和任那来使向日本赠送佛像, 大灌顶

幡一具, 小幡十二条。③ 《续日本纪》 记载养老六年 (722) 十一月, 元明天皇一周年

忌举行了盛大法会, 使用 “灌顶幡八首, 道场幡一千首”④。 从日本正仓院现存大量佛

幡残片可知, 天平胜宝九年 (757) 圣武天皇一周忌法会曾制作并使用大量佛幡。 另外

法隆寺藏品中出现了个人供养的许愿幡, 并且书写着供养人姓名和进献年份 (干支纪

年), 为研究相似佛幡的制作年代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二、 正仓院佛幡的来历

正仓院现藏染织品制作的佛幡及幡残片数量较多, 有天平胜宝四年 (752) 大佛开

眼会用品, 天平胜宝八年 (756) 圣武天皇遗爱品和天平胜宝九年 (757) 圣武天皇一

周年忌斋会用品。 其中仅圣武天皇一周年忌斋会用品里就有锦和罗的道场幡近六百件,
数量庞大。

(一) 天平胜宝四年大佛开眼会用幡

日本奈良东大寺金堂之庐舍那 (毘庐遮那) 大佛像, 又称东大寺大佛, 起铸于天

平十九年 (747), 至天平胜宝元年 (749) 始成。 系现今日本最大之铜像, 大佛坐高十

四点九公尺, 若由台座算起, 高约十七公尺。 台座上有千瓣莲花, 每瓣线刻释迦佛像,
呈现莲华藏世界图。 大佛虽经数度修缮, 仍保存奈良旧观。 天平胜宝四年举行了隆重的

大佛开眼供养会, 当时已经让位的圣武太上天皇、 光明皇太后、 孝谦天皇等人出席, 参

加者月一万数千人。 正仓院文书中对出席的上万僧侣的名簿仍有记录, 开眼导师由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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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的僧侣菩提仙那担任, 大安寺的隆尊律师任讲师, 元兴寺的延福法师担任读师。 开

眼所用的笔系在长绪上, 参列者握住这长绪结缘。 之后, 乐人向大佛奉纳日本、 唐朝和

高丽的乐舞。 开眼所用的笔 (天平宝物笔) 以及系在上面的长绪开眼缕, 还有当日向

大佛奉纳的乐舞中使用的伎乐面等作为正仓院宝物保留至今。 《续日本纪》 有如此记

载: “尝佛法东渡之时, 尚未有如此之盛矣。”① 正仓院现存大佛开眼会使用过的在铭幡

二十多件, 其中九件仅剩幡头, 其余也非完整保存。 幡身多为四坪, 形状为纵长方形或

者正方形, 幡足多为六条。
(二) 圣武天皇一周年忌斋会用幡

天平胜宝八年 (756) 五月二日圣武天皇驾崩, 《续日本纪》 记载, 为了圣武天皇

一周年忌斋会的庄严, 向全国二十六个属国下达命令, 要求各国进献灌顶幡一旒、 道场

幡四十九旒和绯网两条。② 按照这个数量计算的话, 灌顶幡总数为二十六旒, 道场幡一

千二百七十四旒。 虽然迄今为止没有发现附有明确铭文的当时诸国进献的佛幡传世品,
但是可以确认的是正仓院遗存的附有 “圣武天皇一周年忌斋会” 铭文的灌顶幡和道场

幡是和这些佛幡同时制造使用的。 虽然不清楚当时斋会一共使用了多少佛幡, 但是正仓

院现存有大型灌顶幡六旒, 道场幡及残片合计五、 六百件。
(三) 法隆寺织物与正仓院织物的混淆

日本圣武天皇 (701-756, 724-749 在位) 于天平胜宝八年五月二日驾崩, 同年七

月八日, 其皇女亦即后来的孝谦天皇, 将圣武天皇生前所珍爱的种种遗物献纳给以东大

寺为首的十八座寺院, 藉以祈求冥福。 所谓 《法隆寺献物帐》, 即是当时献纳给法隆寺

各式物品的目录。 浅蓝色麻纸, 上有淡墨界栏, 其楷书字体端正而笔力遒劲, 具有唐代

之风, 总计二十二行。 原来作卷轴装, 卷末有当时朝廷中权位显赫的藤原仲麻吕、 藤原

永手、 巨万福信、 贺茂角足及葛木户主等五人之连署, 其笔致各自洋溢着每个人不同之

个性。 纸面上还满满地钤印着 “天皇御玺” 朱文方印。 此外, 这一批圣武天皇的珍爱

宝物之中献纳到东大寺者, 今以 “正仓院宝物” 之名而名闻遐迩。 其目录 《东大寺献

物帐》 并传于世。
法隆寺在明治十一年 (1878) 将贵重的寺宝三百余件献给日本皇室, 当时称作

“献纳御物”, 这些宝物曾一度保管于正仓院。 明治十五年 (1882) 这些 “法隆寺献纳

御物” 被转移到帝室博物馆作为皇室藏品收藏。 二战后, 日本宫内省所管辖的东京帝

室博物馆变为国立博物馆。 除去归还法隆寺的四件及宫中留下的十件宝物, 其余全部转

交国立博物馆收藏, 此后宫中残留宝物的一部分让给了国家, 现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法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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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宝物馆内保存着约 320 件宝物。 法隆寺染织品主要以供养佛和菩萨的庄严具———幡相

关织物最多, 还出现了个人供养的佛幡, 另外还有各种仪式上使用的染织用品, 除此之

外绝大多数为染织品残片, 无法断定来源及原本的使用用途。

图 1　 法隆寺献纳柜　 (采自 《正仓院纪要》 )

图 2　 封签

(采自 《正仓院纪要》 )

　 　 如前所述, 法隆寺宝物曾保管于正仓院, 原因是

明治十一年二月日本皇室接受了法隆寺的献纳许可,
并下拨经费一万日元用于修缮和保护寺内堂塔及其他

宝物, 但是当时皇室拟收藏这批宝物的博物馆 (现

在的东京国立博物馆) 尚未完全竣工, 所以这批宝

物从三月开始暂时存放在了正仓院。 五月其中的一部

分被运往东京的博物馆, 其余的宝物在明治十五年十

二月运往东京。 搬离正仓院的时候, 法隆寺献纳宝物

染织品共计 13 箱, 其中的 1 箱被正仓院染织品替换,
最终导致整理正仓院文物时发现了一箱附有 “法隆

寺献纳尘芥” 封签 (图 1、 图 2) 的古裂, 而东京国

立博物馆无疑也收藏着正仓院古裂。 尽管如此, 由于

二者织造年代、 使用原料及印花方式不同, 所以比较

容易进行区分辨别。

三、 正仓院幡的材料、 形制、 尺寸、 工艺和纹样特征

现在所见佛幡实物多来源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和日本寺院的传世品, 此外还有敦煌

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绢画中关于佛幡的描绘。 总结可知, 一具完整的幡一般由三角形幡

头、 矩形幡身、 幡头下部和幡身左右垂饰的幡手、 长条状的幡足构成。
幡有大幡、 小幡的称呼, 大小和寸法都有一定规准。 敦煌文书 P. 2613 记载了陆

341日本正仓院藏上代染织佛幡研究



尺、 玖尺、 一丈贰尺、 壹拾玖尺、 肆拾叁尺、 肆拾玖尺等六种尺寸的幡, 按照唐尺约为

现今 30 厘米计算, 小幡尺寸不超过 2 米, 大幡尺寸在 13 至 15 米之间。① 中国敦煌、 吐

鲁番发现和出土的唐代佛幡实物中以 2 米以内小幡居多, 并没有 13-15 米尺寸的大幡,
可能是由于大幡不易保存的缘故。

迄今为止正仓院整理复原的大型佛幡有六件。 《正仓院御物目录》 记载 “南仓一八

四大幡残欠四里”, 明治时代整理出四件, 但是大正时代整理发现是 “都合六旒” 也就

是六件。 关于正仓院大幡的尺寸, 久留春年研究认为按照残片复原的话, 尺寸为 “七

丈五尺余” (大约 22. 8 米), 但是松本包夫认为首尾全长为 17. 5 米。 正仓院大佛幡倍

受学术界关注的原因, 不仅仅在于其尺寸巨大, 还因为在大幡幡舌内侧缝制有题签, 书

写着 “圣武天皇一周年忌斋会使用” 和 “灌顶幡” 的名称, 作为古代灌顶幡的现存品,
其来历和名称均十分明确, 所以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图 3　 广东小幡　 现藏日本东京

　 国立博物馆 (采自 《正倉院裂

　 　 と飛鳥天平の染織》 )

　 　 法隆寺所藏年代久远的约 170 件佛幡中,
绫是运用较多的, 但最主要的面料是 。 锦仅

用于其中的 10 件, 包括广东大幡、 广东小幡、
蜀江锦幡, 而且仅限于佛幡上的小面积部位,
如幡头、 幡手、 幡缘。② 而且使用的锦和绫还是

六朝以前中国传统技术为基础的经锦和平地系

绫, 未见纬锦和绫地系绫。 印花技术方面, 有

三四件织物使用了传统的蜡缬和简单的绞缬技

术, 未出现使用夹缬和晕染技术的织物。 日本

天平十九年 ( 747) 编纂的 《 法隆寺资财账》
所记录的染织佛幡共 167 具。 其中有 “秘锦灌

顶幡” 的称谓, 日本学者松本包夫认为它可能

与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广东大幡一样同属于

伊卡特织物 (图 3) 的范畴。③ 相比之下, 日本

正仓院所藏的佛幡展现出了染织工艺的多样化,
使用的面料包括经锦、 纬锦、 缀织、 绫、 罗、 染缬、 刺绣等, 表现的图案种类也大大丰

富。 由此可见从法隆寺织物到正仓院织物的过渡期, 日本染织技术得到了一次巨大飞跃

发展, 这无疑与中国盛唐新技术输入日本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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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乐 《法藏敦煌纺织品的形制》, 《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第 49 页。
杨建军、 崔岩 《唐代佛幡图案与工艺研究》, 《敦煌研究》 2014 年第 2 期, 第 11 页。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中藏有一批被称为 “广东大幡” 和 “广东小幡” 的佛幡, 这里的 “广东” 一词在日

本用于指代一类特殊的上古染织品。 伊卡特为 Ikat 音译, 来自于印度尼西亚语 “ mengikat” 一词, 意为

“捆扎”。 伊卡特织物是将经线捆扎入染之后再进行织造, 形成的纹样参差错落, 色彩斑斓, 与新疆传统

的艾德莱斯绸风格相似。



八世纪染织技术革新最具有代表性且影响力最大的事件是纬锦技术的产生。 纬锦技

术传入日本的年代暂时无法确定, 但是正仓院藏天平十四年 (742) 铭文最胜王经帙边

缘使用的纬锦是日本迄今为止能明确断定年代的最早的纬锦。 但是松本包夫研究认为,
应关注更早的历史事件, 比如 《续日本纪》 卷五记载织部司向诸国派遣挑文师教授绫

织技术①, 和铜五年 (712) 命令伊势等二十一国开始织造锦绫②。 和铜六年 (713) 记

载一个叫胁作磨心的人织造出妙丽的锦绫, 诏其子孙免去杂户, 还赐姓栢原村主③, 可

见磨心此人在短时间内便掌握了纬锦技术并且技艺超群。 另外, 正仓院文书天平五年

(733) 越前国郡稻账, 同六年尾张国正税账, 同十年骏河国正税账里面出现了关于锦

绫罗织机的修理以及织工相关记载, 也证明了二十一国织造锦绫之事已成惯例。

四、 正仓院幡与法隆寺幡的不同

形制方面 (图 5、 图 6), 法隆寺幡幡头多为锐角 (有的有幡面, 有的仅有三角形

图 4　 广东大幡 (灌顶幡) 幡手金属饰品,
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采自 《正倉院裂と飛鳥天平の染織》 )

幡头缘外框), 正仓院幡幡头多为等边

三角形或钝角三角形; 法隆寺幡幡手多

与幡头边缘相连, 正仓院幡幡手为另外

缝制; 法隆寺幡幡手有的用染织品制成,
有的用镀金雕镂小铜板装饰 (图 4), 而

正仓院幡幡手由染织品和流苏构成, 没

有铜板装饰。 法隆寺幡幡身单坪为纵向

较长的长方形, 正仓院幡身单坪多为正

方形; 法隆寺幡第一坪长于其他各坪,
正仓院幡身各坪几乎等长; 法隆寺幡身

缘和坪界宽阔, 多为双缘和双坪界, 而

正仓院幡中除了大型幡之外多为单缘单

坪界, 缘和坪界狭窄并且相互独立; 法

隆寺幡单坪几乎是同一块织物, 但是正仓院幡单坪内出现多种织物拼接、 交叉缝制。 法

隆寺幡幡身灌顶幡为六坪, 其他幡多为四坪, 正仓院幡身灌顶幡也为六坪, 其他幡多为

四坪或者五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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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续日本纪》 卷 5: “丁巳, 遣挑文师于诸国, 始教习折锦绫。” [日] 经济杂志社 《国史大系》 第 2 卷

《续日本纪》, 第 68 页。
《续日本纪》 卷 5: “秋七月壬午, 伊贺国献玄狐。 令伊势、 尾张、 参河、 骏河、 伊豆、 近江、 越前、 丹

波、 但马、 因幡、 伯耆、 出云、 播磨、 备前、 备中、 备后、 安艺、 纪伊、 阿波、 伊豫、 赞歧等廿一国, 始

织锦绫。” ( [日] 经济杂志社 《国史大系》 第 2 卷 《续日本纪》, 第 73 页)。
《续日本纪》 卷 6: “丙子, 诏: 正七位上按作磨心, 能工异才, 独越众侣, 织成锦绫, 实称妙丽。 宜磨心

子孙免杂户, 赐姓栢原村主。” ( [日] 经济杂志社 《国史大系》 第 2 卷 《续日本纪》, 第 81 页)。



　 　 图 5　 法隆寺佛幡 (汪雪绘图) 　 　 　 　 图 6　 正仓院佛幡 (汪雪绘图)
　 　 材质和纹样方面, 法隆寺幡大多使用绫和单色 , 个别出现锦、 蜡缬和绞缬, 未

出现罗和夹缬。 法隆寺幡使用的锦为经锦和平地绫, 正仓院幡则以纬锦、 浮文锦和绫地

绫为主。 法隆寺幡的锦绫花纹以几何直线纹和西方连珠纹为主, 正仓院幡花纹则极为丰

富, 唐草纹、 唐花纹较多用 (图 7)。

　 　 　 　 　 　 　 图 7 图 8
(图 7　

 

锦道场幡 (圣武天皇一周年忌斋会使用) 现藏正仓院, 采自 《正倉院裂と飛鳥

天平の染織》; 图 8　 佛幡敦煌莫高窟 428 窟西壁, 采自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 段文杰主编 《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3: 敦煌
 

北周》,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年, 第 58 页)

关于织造年代的推断, 天平十九年法隆寺资财帐记载养老六年 (722) 纳赐秘锦灌

顶、 小幡, 天平六年 (734) 纳赐五色幡等百数十幡。 松本包夫认为其中的 “秘锦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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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 可能是现在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广东大幡,① 但遗憾的是资财帐记录的其他幡与

同博物馆藏的所有幡均无法比对。 通过沢田むつ代对法隆寺干支纪铭幡的年代推测,②

可知法隆寺幡大体制造于 690 年-730 年之间, 比正仓院佛幡早几十年。
从敦煌佛幡对正仓院佛幡的影响来看, 莫高窟壁画中描绘的佛幡虽然数量庞大且形

式和用途多样, 但按照石窟开凿年代可推断出佛幡制式的演变过程。 如北周 (557 -

580) 428 窟西壁金刚宝座塔刹悬挂的佛幡 (图 8), 幡身各坪均为纵长且为单层坪界。
隋代 (581-618) 开凿的 302 窟南壁西侧说法图和 305 窟西壁北侧说法图的佛幡 (图

9), 幡身纵长但出现了双层坪界。 初唐 (618-704) 332 窟南壁涅槃经变举棺场景中所

绘佛幡幡身逐渐接近于正方形, 而开凿于开元天宝年间 (713-755) 的莫高窟 122、 123
和 130 窟内发现的三十多件佛幡实物 (图 10、 11), 幡手构造接近法隆寺幡而幡头形状

接近正仓院幡, 年代较之晚的滋贺县兵主大社西明寺出现的镰仓室町时期的佛幡各方面

都很接近正仓院佛幡, 由此可见, 法隆寺佛幡之后, 由于受到中国佛幡织造的影响, 出

现了新的佛幡形式并逐渐形成定式, 从而产生了正仓院佛幡制式。

图 9 图 10
(图 9　 佛幡　 敦煌莫高窟 305 窟西壁北侧说法图, 采自敦煌文物研究所编 《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 (第 2 卷)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东京: 平凡社, 1982 年, 图 27; 图 10
　 敦煌研究院藏绢幡 (K130 ∶ 3), 采自赵丰主编 《丝绸之路: 起源、 传播与交流》,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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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沢田推断广东大幡为日本养老六年 (722) 之前织造。 ( [日] 沢田むつ代 《上代の幡の編年》, 《繊維と
工業》, 2004 年, 第 78 頁)。
戊子年为持统二年 (688), 壬辰年为持统六年 ( 692), 己未年为养老三年 ( 729), 辛酉年为养老五年

(721), 癸亥年为养老七年 (723)。 ( [日] 沢田むつ代 《上代の幡の編年》, 《繊維と工業》, 2004 年,
第 78 頁)。



结语

与中国唐代染织品多为通过遗址发掘、 墓葬获得不同, 日本正仓院所藏上代染织幡

为传世品, 又因其为皇室财产所以保存状态良好, 为我们研究中国和日本六至八世纪的

染织幡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实物证据。 研究可知, 正仓院佛幡与法隆寺佛幡织造年代不

同, 使用材料、 形制和工艺也不同, 法隆寺幡向正仓院幡过渡时期还存在一类过渡期制

造并使用的佛幡, 这一类佛幡明显是受到中国唐朝开元天宝年间佛幡织造工艺的影响。

图 11　 敦煌研究院藏绢幡 (K130 ∶ 3) 发愿文

(采自赵丰主编 《丝绸之路: 起源、 传播与交流》, 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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